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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根据1990年-2010年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分县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民族地区
总体呈现家庭规模缩小、结构简化、婚育年龄推迟、多民族混合家庭比例增加、老龄化程度加重等趋势，但不同区域存在
显著差异。由于家庭变迁，民族地区空巢家庭养老、留守儿童教育、家庭脆弱性贫困、男性婚姻挤压、非传统家庭导致文
化冲突等社会问题逐渐显现，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完善和创新家庭政策。于此作者建议民族地区应尊重家庭多元化趋
势，通过重塑家庭价值与功能，分类制定精准支持方案，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构建民族地区发展型家庭政策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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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amily Changes and Family Policy Improvement in Eth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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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three national censuses from 1990 to 2010 and the national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in 2015,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are generally reduced in size, simplified in
structure, delayed in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and increased in the proportion of multi-ethnic mixed families. The trend of
aging is increasing,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Due to family changes,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empty nest family pension, left-behind children's education, family fragility poverty, male marriage squeeze, and
non-traditional family-induced cultural conflicts have gradually emerge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family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region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ethnic areas should respec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family diversification, reshape family values and functions, clarify policy objects and goals, and build a
developmental family policy; rely on big data analysis platform to classify and develop precise support measures; continuously
improve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promote Family community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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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由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
而产生的社会生活组织[1]。家庭是最具中国特性的
本源型传统[2]，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
谐的重要基点”[3]，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解各
种社会矛盾的最小治理单位。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现代化建设进程加快，使中国家庭规模和家庭
类型不断变化，家庭功能和家庭关系得以不断调
整，家庭变迁和家庭政策研究不断深入[4]。20世纪
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借鉴家庭现代
化理论解释中国当代家庭变迁过程，主要关注家
庭规模、家庭结构以及人口变动对家庭变化的影
响等，研究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导致
核心家庭比例越高（曾毅、李伟等，1992年） [5]，
城镇地区的核心化趋势相较农村更加显著（王跃
生，2015 年） [6]，家庭的人口规模逐渐变小是当
代中国家庭变迁的基本趋势，中国家庭正在经历
核心化过程 （张翼，2012年） [7]。进入21世纪以
来，随着与家庭相关的普查和调查数据增多，中
国家庭变迁研究更为深入[8]，相关研究表明中国核
心家庭依然占据主导，夫妻家庭比例明显上升，
主干家庭比例下降，联合家庭近于消失（马春华、
李银河等，2011年） [9]，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家庭
规模的缩小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变动导致，与西
方核心化过程有所区别 （黄宗智，2015年） [10]。
在家庭变迁研究基础上，有学者认为现代化进程
中，家庭功能发生变化，导致各种社会问题不断
产生（吴帆，2012年） [11]，而当前中国家庭政策
顶层设计不足、碎片化问题严重、政策取向陈旧、
政策完备性差，需要建构家庭发展政策（彭希哲，
胡湛，2015年） [12]。

由于特定的地理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
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家
庭变迁的历史起点、发展轨迹、现状特征和社会
影响同其他地区有一定差异。但当前针对民族地
区家庭变迁的研究相对不足，已经开展的工作包
括：陈华（1995年） 依据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
析发现西藏城镇单人户比例较高，其原因在于援
藏建设的未婚大学生较多[13]。刘志扬 （2006年）
在拉萨市娘热乡的调研发现，西藏农村核心家庭
增多，扩大型家庭减少，家庭内部职业角色呈现

多样化和兼业化特征 [14]。李晓霞 （2009年） 依据
新疆调研资料发现，民族混合家庭户数量明显上
升，民汉混合户增长更快，但全疆分布区域差别
较大 [15]。王跃生 （2014年） 以2000年和2010年人
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发现五个民族自治区核心
家庭比例在全国排名较高，直系家庭比例较低[16]。
翟树芬、魏传华等（2015年）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我国民族混合户数
量增加，但所占比例减少 [17]。晏月平、廖爱娣
（2015年） 利用1982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分
析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观念变化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等促使各民族传统大家庭逐渐向核心家
庭转变，传统民族家庭功能明显表现为选择性转
移和适应性变化[18]。
因此，民族地区家庭变迁特征如何？带来哪

些社会问题？需要怎样的家庭政策？仍需深入研
究。本文基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全国
人口普查资料和201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资
料，以县为分析单位，剖析民族地区家庭变迁轨
迹、现状特征和社会影响，以期为制定民族地区
家庭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指的民族地区指民族自治区、自治州和自
治县，分析单位为县（市辖区、县级市），为分析
方便将民族地区划分为九大地域，除开五个自治
区外，还包括西南民族走廊地区 （云南、贵州、
四川和重庆的民族自治州所辖县和自治县），甘青
民族走廊地区（甘肃、青海等省自治州所辖县和
自治县）、东北民族走廊地区（黑龙江、辽宁、吉
林等省自治州所辖县和自治县）、中东部民族地区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河北等
省区自治州所辖县和自治县）。
一、“四普”以来民族地区家庭变迁特征
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民族地区人口数
量分别为1595.30万人、1631万人和1741.96万人，
家庭户数量分别为137.65万户、425.51万户和
503.27万户，民族地区家庭户数量上涨幅度明显
高于人口数量上涨幅度，家庭规模、结构、婚育
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变化。
（一） 民族地区家庭户规模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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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户规模即家庭人口数量[19]。如表1所示，
1990-2010 年，民族地区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
1990年，民族地区4人以上家庭户比重达64.38%，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43。2010年，民族地区4人户
下降至33.2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1990年至
2010年，单人户和2人户比重分别上升12%和8%，

4 人户和5人户比重分别下降7%和6%，其余家庭
户规模变化较小。按照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显
示，中、大规模家庭户的比重略有上升，而小规
模家庭户比重略有下降，这可能与抽样数据有关，
但也证实了民族地区小规模家庭户为主的态势没
有发生改变。

表1 全国和民族地区平均家庭规模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本表数据由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
查分县资料加工整理所得，以下各表资料来源除特别注明外同此。

如图1所示，民族地区家庭规模的区域差异较

大。1990 年除东北民族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

西藏、甘青民族地区、广西、宁夏和西南民族地区

平均家庭规模均超过4.50人/户水平，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至2015年，内蒙古和东北民族地区平均家庭

规模下降至低于2.74人/户和2.86人/户，低于全国

3.09人/户水平，其他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平均家庭规模仍然达到4.13人/

户。

图1 按地区划分民族地区平均家庭规模(单位：人/户)

（二） 民族地区核心家庭户比重降低

家庭结构即居家生活单位的类型及其构成，

该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家庭成员的居住偏好、

关系特征和家庭功能。如表2所示，2000年民族

地区核心家庭占比较高，尤其是宁夏和新疆等

地区，核心家庭比例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0年，民族地区核心家庭所占比重下降，但

仍然是最主要的家庭类型。2000-2010年，民族

地区夫妇二人家庭户和单人家庭户所占比重大

幅度上升，但西藏、甘青民族地区与西南民族

地区仍然保持着较高的三代以上直系家庭比重，

说明该地区仍保持着多代人聚居的生活习惯。

此外，2000年至2010年隔代家庭比重也呈上升

趋势，这可能与家庭人口迁移和家庭人口老龄

化等原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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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0年与2000年全国与民族地区二级家庭构成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本表2000年数据来自周福林.我国家庭结构的统计研究[J].经济经纬，2006，(2):90-92.2010年数据来自王跃
生.当代家庭结构区域比较分析———以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J].人口与经济，2015，(01):34-48.

（三） 民族地区民族混合家庭的比重区域差异
较大

民族混合家庭户是指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民
族的家庭户 [17]，该指标是民族关系的感应器和族
别文化差异的显示器[15]。1990-2010年，民族地区
单一民族家庭比重降低至91.21%，但2015年又回
升至94.98%。1990-2010年，民族混合家庭增加至

8.79%，但2015年又降低至5.02%。如表4所示，
宁夏、新疆和西藏民族混合家庭比重低于民族地
区平均水平，这与当地民族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有一定关联。内蒙古、广西、东北民族地区、西
南民族地区、甘青民族地区民族混合家庭比重均
达到5%以上，说明这些地区民族间交流比较频
繁，有助于民族混合家庭形成[15]。

表3 民族地区民族混合家庭户比重（单位：%）

数据说明：本表民族混合户占家庭户比重为计算准确去除家庭户中的单人户。另外，由于部分县级民族混合家庭户数
据的缺失，本表民族地区民族混合家庭户比重数据由省级数据均值代替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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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民族地区家庭婚育年龄推迟
如表4所示，1990-2015年我国民族地区婚姻

状况变化如下：一是早婚现象减少。1990年至
2015年，民族地区15-19年龄段已婚人口所占比重
从 4.23%下降至 2.15%。二是结婚年龄推迟，

1990-2015 年，20-24和25-29年龄段有配偶人口
比重从44.93%和85.68%下降至21.08%和62.53%。
三是老年无配偶人口减少，至2015年民族地区65
岁以上有配偶人口比重上升至65.55%，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1.35个百分点。

表4 全国与民族地区不同年龄段有配偶人口比重（单位：%）

如图2所示，1990-2015年我国民族地区生育
状况变化如下：一是早育人口所占比重减少，但
比例仍然较高。2010年民族地区15-19年龄段生育
率为0.219%，2015年下降至0.173%，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一倍。二是民族地区20-29岁妇女生育率下
降，30-39 岁妇女生育率上升，说明民族地区妇
女婚育年龄推迟。三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不同，
民族地区各年龄段妇女生育率普遍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图2 民族地区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率（单位：%）

（五） 民族地区家庭户老年人口负担加重
家庭老龄化程度一般以65岁以上人口占家庭

户比重来衡量，家庭老龄人口增加会加重家庭的
经济负担。如表5所示，广西、中东部民族地区和
西南民族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其他民族地区家庭老龄化程度要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其中宁夏和新疆有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
户占总家庭户比重不到20%。但总的来看，2000
年以来民族地区家庭老龄化程度持续增加，且大
多数地区已经达到20%的警戒线，未富先老情况
较为突出。2000年以来内蒙古、宁夏和东北民族
地区空巢家庭迅速增加，广西和西南民族地区的
隔代家庭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藏、广西
和甘青民族地区与子女共同生活家庭户比重较高，
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比重一直在90%以上，这与
藏族习惯于几代同堂的民族习惯有较大关系。因
此我国养老保障政策应该根据地域差异和民族习
惯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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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民族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独居户、隔代家庭户、与子女生活家庭占有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户比重（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部数据表”5-4、2010年与2015年人口普查资料“全部数据表”5-5计算。
由于1990年未分65岁以上老年人独居户、隔代家庭户、与子女生活家庭户，故本表仅计算1990年全国有65岁老年人家庭户
比重。

二、“四普”以来民族地区家庭变迁的社会
影响

家庭变迁受到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时家
庭变迁也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从家庭发展的现
状特征和发展趋势看，民族地区家庭变迁造成了
空巢家庭养老、男性婚姻挤压、留守儿童教育、
家庭脆弱性贫困以及非传统家庭文化冲突等社会
问题。
（一） 空巢家庭养老问题突出
当前主要有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满足老

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方式。家庭养老模式指老人同
子女一起生活，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金和劳动
力，因此需要较大的家庭规模，一般存在于发展
中国家或地区。社会养老模式指养老供给资金主
要来源于社会保障金，由非家庭关系的社会成员
或组织进行照料，该方式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和
充足的资金积累，一般存在于发达国家或地区。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老龄化程度加深，尤其是空
巢家庭和隔代家庭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加，老龄
人口的养老需求增大。但是一方面民族地区青壮
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家庭规模小
型化和简单化，家庭人力资源的缺失导致传统的
家庭养老模式不能满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另一
方面民族地区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力量薄
弱，基础社会建设滞后，短期内民族地区社会养
老模式难以替代家庭养老模式。因此，民族地区
面临人力支持缺失与财力支撑缺乏的双重困境，

“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均不能有效满足民族
地区老龄人口的养老需求，尤其是“空巢”家庭
养老问题十分突出。
（二）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严重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

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 [20]。由于父母在儿童早期
的智力开发、人格培育和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的缺位会对儿童的长期发展
带来不利影响 [21]。民族地区一般属于劳务输出地
区，留守儿童较多。在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三个类
型中（同祖父母居住；同叔姨等近亲或远亲居住；
独自留守），与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比例最高。根据
2000年-2015年三次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中国隔代
家庭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部分民族地区隔代家
庭比重不降反升，广西和甘青民族地区历年人口
调查隔代家庭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
区留守儿童问题的核心是教育问题：一是民族地
区学校分布散落，教育资源相对匮乏。1996-2018
年民族地区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造成民族地区各类学校教育资源较少，教
育质量相对较低 [22]；二是照看留守儿童的监护人
普遍教育水平不高，身体素质较差，家庭教育相
对缺乏。留守儿童的隔代教养人中，受教育程度
主要是小学和初中，年龄在50岁以上，尤其是民
族地区还存在80岁以上高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作为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在事实上形成“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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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三是孩子年幼时缺乏父母关爱，容易发生
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根据龙艳在广西的调研显示，
样本地区留守儿童比例达到44%，留守儿童与非
留守儿童相比，在孤独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23]。
（三） 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开始显现
婚姻挤压是指在适婚年龄的男女两性同期群

中出现的数量不平衡现象，表现为男性相对不足
或女性相对不足的现象，从而导致相对过剩的一方
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成为所谓的“光棍”[24]。
2000-2015年间，民族地区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逐
年加重，且随着两性年龄差的增长，男性婚姻挤
压效应愈发突出。在各年龄组的分布中，15-24岁
年龄段，适婚男女性别比重相似，在2000年和
2010年，男性大二岁和三岁的性别比重还出现小
于100 的情况。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男女年龄
差的扩大，男性适龄未婚比重出现大幅度上升。
2000年，23岁以上男性适龄未婚人口比重达到超
过61.51%，29岁以上超过80.62%，40岁以上的未
婚人口超过90%由男性构成。2010年，25岁以上
男性适龄未婚人口比重超过62.39%，38岁以上男
性适龄未婚人口比重超过80.59%。2015年，民族
地区25岁以上男性适龄未婚人口比重达到60%以
上，40 岁以上男性适龄未婚人口比重超过80%。
未婚人口的性别失调加大了男性成家的难度，造
成男性个体心理、健康和行为失衡，增加了社会
不安定风险，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挑战。
（四） 脆弱性贫困风险仍然较大
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市场风险、气候变化

风险等现代性风险增多，同自然灾害、地方疾病
等传统风险复合作用增大了民族地区家庭生存压
力。通常家庭化解风险的方式包括扩大家庭规模
的传统模式和依靠社会保障分担的现代模式，然
而由于民族地区家庭趋于小型化和简单化，家庭
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弱化，依靠扩大家庭规模化
解社会风险的传统方式已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同时民族地区医疗条件有限，社会保障水平与能
力较低，化解家庭风险的社会机制尚未成熟，社
会化分担家庭风险的能力仍然较低。缺乏有效的
风险分担机制使得民族地区家庭在遭受灾害、疾
病和市场波动时，家庭的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不
足，增加了陷入贫困的概率和持续脱贫的难度。
2014年以来，随着精准扶贫的持续推进，民族地
区贫困家庭数量迅速减少，但是到2018年底，民

族八省区贫困人口仍然达到603万人，占全国贫困
人口37.50%，贫困发生率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倍以上，致贫的主要原因是疾病和灾害风险对家
庭的冲击，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稳定脱贫目标，
必须制定化解家庭风险的相关政策。
（五） 非传统家庭文化冲突增多
家庭变迁往往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变

迁改变了民族地区各类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的婚姻
生育观念，导致非传统家庭大量涌现。民族地区
1990年-2015年30岁以上年龄段有配偶的人口比重
从94.76%下降为84.99%，这表明随着社会发展，
年轻人建立家庭的起始期不断延后，原有“早婚，
早成家”观念逐渐被打破。随着婚龄推迟，家庭
生育的时间也相应延迟，晚育现象使家庭周期中
的世代间隔拉长，家庭中世代年龄差也在不断增
大。离婚、闪婚、隐婚等现象不断增多，丁克家
庭、单亲家庭及再婚家庭等所占家庭比例不断上
升。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地区年度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民族地区离婚率除西藏 （西藏离婚率：
1.20‰） 外均超过2‰，内蒙古和宁夏的离婚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3.15‰（内蒙古离婚率：4.00‰；
宁夏离婚率：3.27‰）。内蒙古、宁夏和云南的再
婚人口占本省区登记结婚总人口比重均超过全国
水平27.89% （内蒙古：48.11%；宁夏：30.72%；
云南：29.35%）。非传统家庭数量的增多，对传统
家庭观念形成一定的冲击，尤其是与部分民族地
区传统文化习俗相差较大，容易因认知差异产生
文化冲突。由于这类冲突难以通过简单的宣传说
教和人为调节所改变，因此民族地区非传统家庭
的涌现和传统文化间的矛盾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
调节，需要建立家庭冲突消解机制。
三、完善民族地区家庭发展政策的建议
家庭政策是直接作用于家庭的公共政策，旨

在促进、保护和加强家庭生产、伙伴关系、经济
支持、育儿与照顾等家庭功能 [25]。有效的家庭政
策有助于父母平衡工作和家庭，鼓励个人选择生
育、促进性别平等、支持社会保护、消除儿童和
家庭贫困，改善老年人福祉。改革开放以来民族
地区面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西部地区向中东部
地区转移过程中，亟需建立适宜的家庭政策。
（一） 尊重家庭多元化发展，重塑家庭价值与

功能
民族地区家庭政策建设首要任务是明确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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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值取向。一方面，家庭政策必须正视和包容
家庭多元化发展进程。当前，民族地区婚姻观念、
生育观念、居住方式、代际关系朝着多元化发展，
单亲家庭、单身家庭、同居家庭、再婚家庭、空
巢家庭等不断涌现，“尼特族”（NEET） 或“啃
老族”“袋鼠族”“归巢族”等现象也不断增加，
因此应该正视家庭的多元化趋势，支持家庭发展。
另一方面，应该传承发扬中华家庭文化价值传统。
中华文化有着重视家庭责任的传统，壮族有名的
《传扬诗》一开始就阐明父母有养育子女的义务，
“娘忍饥吐哺，父挑担打工”，把他们抚养成人。
儿女长大，要继承家业家风，“幼树长成林，横
梁可换新；有儿能当家，父母不操心”。哈萨克族
谚语有言：“年轻人登门要干活，老年人登门要
款待” [26]。蒙古族民间谚语有“存念父亲要常顾
及叔伯亲；想念母亲要常顾及舅父亲” [27]。因此
应该继承各民族传统家庭价值中的有益观念，弘
扬中华民族家文化的价值传统，充分发挥家庭的
“性、情、生、养”的显功能和“内化人格、凝心
聚力”的潜功能。
（二） 明确政策客体与目标，构建发展型家庭

政策
首先，应以家庭为社会政策对象。当前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很大程度
上是以家庭为单位表现出来的，只有制定以各类
家庭为对象的综合性社会政策，从公共服务和转
移支付两个角度支持家庭功能发挥，才能有效消
解因流动人口家庭、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独生
子女家庭等快速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其次，
应以促进家庭发展为主要目标。当前我国实施的
干预性家庭政策无法适应多元家庭的利益需求，
只有着眼家庭长远稳定发展，建立适应民族地区
特点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体系，才能不断增进家庭
发展能力，消解家庭变迁产生的多类问题。最后，
应该以保障家庭基础能力为重点。将政策重心关
注特殊家庭( 如残疾人家庭、空巢家庭、单亲家
庭、独生子女家庭等)的发展需求上，在保障家庭
基本生存的基础上，提升家庭的情感支持能力和
高级发展能力。
（三） 依托大数据分析平台，制定精准的支持

政策
首先，应该建立“整体性治理”的家庭政策

设计理念，整合现有的人口计生、民政、税收、

人保、卫生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和资源，成立家庭
发展委员会，协调政府、社区、家庭和企业形成
伙伴关系，规划形成完善的家庭政策体系，提高
家庭政策有效性。其次，应构建以家庭支持为中
心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税收大数据平台为基
础，细化分析家庭变迁中的结构与功能变化，精
准定位个体政策需求，推动政策治理的精准化。
最后，因地制宜制定民族地区家庭发展政策，民
族地区的发展阶段、历史文化等有一定特殊性，
家庭发展的结构性差异较大，民族地区要充分发
挥民族区域自治优势，针对各地区家庭变迁特点，
在分析家庭大数据的基础上，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家庭政策，如西藏家庭规模显著大于其他民族地
区，要重点加大医疗与养老的投入，积极解决空
巢家庭医疗、养老难问题。广西自治区留守儿童
比重较高，要重点加大儿童早期教育设施建设力
度，保障儿童权利[28]。
（四）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家庭社区共治
社区是连接家庭与社会、家庭与政府的关键

环节。破解家庭福利需求与供给间的失衡，需要
整合家庭与社区福利资源 [29]。应该支持民族地区
社区基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弥补家庭变迁导致
的家庭功能缺失，实现家庭社区共治。根据民族
地区社区实际情况，应着重建设内容包括：（1）
社区养老保障设施，如老年人服务中心、老年人
全托中心等，为老年人提供托管照料服务 [30]。
（2） 社区抚幼设施，如儿童，留守儿童较多的村
庄，应提供专业看护。（3） 社区家庭干预机构，
如法律咨询、婚姻咨询、家庭教育、家庭人际关
系调节等专兼职咨询队伍，帮助解决家庭困难，
满足各类家庭需求。在社区建设中，还应挖掘少
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的功能。少数民族传统组织
如基诺族的“卓巴卓色”组织、佤族的寨老组织、
拉祜族的卡些卡列组织、布朗族的头人组织是因
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地缘性共同体组织，曾经
发挥了支持家庭的社会功能，这类组织经过改造
能够成为现代治理资源，提升社区对家庭支持能
力。当前已经有不少地区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比
如湖南通道县等地侗族村寨引导“寨老”“侗款”
等组织的转化为老年人协会，不仅丰富了老年人
业余生活，还成为了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民族地区家庭政策建设过程中，应该激发
传统组织的活力，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与邻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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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完善社区家庭互助模式，通过邻里乡亲之间
的相互照料弥补家庭功能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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